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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动物纹样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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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高

内容提要：欧亚草原早期主人塞人、匈奴人、乌孙人、大月氏人、鲜卑人等诸多民族的动物纹样是功

能性的，雕刻在刀、剑、牌饰、带钩、马具上的动物纹样，是巫师（萨满）作为通天工具出现的，它

们发挥的是文化功能。而中古以后突厥、蒙古等民族的金银饰品的装饰性增强，出现了以实用和审美

为主的非功能性器型和纹样。

关键词：欧亚草原 动物纹样 文化功能 实用装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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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曾在文明形成之初的青铜时代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青铜文

化，但是对同样掌握冶炼青铜甚至于炼铁技术的游牧民族，还有学者仍以“野蛮”民族相称，否

认游牧民族是“文明民族”，这是不公允的。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进入青铜时代后，

已肇始他们的文明进程正在加快。从发展进程纵向比较：中国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使用青铜器不会

迟于公元前 *)))年，! 而且延续了 ’-))年；而中亚北部草原地区以安德罗诺沃文化为代表的青
铜文化也不晚于公元前 *)))年；" 即使以中国西部为例，甘肃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也
在公元前 **)) .前 ’$))年之间；# 西域（主要指新疆）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
.前 ’)))年间；$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商初（距今 ,-))年左右）已出现。% 由此可见，游牧民
族与农耕民族的青铜文化几乎在同一起点上，从时间发展上难分伯仲。从器形纹样和功能横向比

较：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青铜器以重器为主，包括礼器、乐器以及兵器、服御器等；游牧民族的

青铜器除钅复、盘等大器外，几乎全为小型器物，如兵器类的剑、刀、矛、镞以及服饰类的腰带、

饰牌和马具类的装饰物。就青铜器的纹样而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竟不谋而合地均采用动物纹

样，只是中原的动物纹样是一种饕餮纹样，它给人以狞厉神秘之感，而游牧民族以塞人动物纹样

和鄂尔多斯动物纹样为代表，从早期的野兽猛禽的咬斗、蜷曲、螺旋形纹样向马、牛、羊、驼等

家畜对称纹样发展。无论是中原农耕民族，还是欧亚草原带的游牧民族，其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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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巫觋（萨满）的通天工具之一，具有功能性，尽管它们不是通天的惟一工具。张光直先生认

为：“在原始民族的萨满教里，动物是通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祭祀活

动中的牺牲身上体现出来。这里有两种表现：一是动物本身作牺牲，它的魂灵就是巫的助手，往

来于天地之间；另一是青铜器上面的动物，巫师希望以动物来排除通天过程中的障碍。”! 中国

九鼎传说源自夏代，以后历代王朝都视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九鼎，就是因为九鼎独占通天手段的

象征。" 早期草原的氏族部落首领须臾不离身的剑、刀、牌饰、带钩以及马具等上的动物纹样也

是如此，首领即是萨满，他们以各种动物为助手精灵，以达到通天的目的。青铜器连同动物纹样

都是王者权力的象征。

欧亚草原上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器、金银器的早期主人是塞人、匈奴人、乌孙人、大月氏

人、鲜卑人等诸多游牧民族，其后突厥、蒙古等民族的金银器则突出了动物纹样的装饰性。虽然

突厥等中古游牧民族仍使用古老的金、铜等金属饰品，但通天工具的作用在逐渐消解，而代之以

一种新的装饰审美时尚，对突厥贵族来说，黄金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

中亚草原最早的游牧部落无疑是中国汉代史籍译为“塞”，古波斯文献称之为“萨迦”的塞

人，自公元前 !世纪他们就在中亚草原活动，并渗入南部绿洲地区。“萨迦”在古音中读为
“"#$”，“塞克”、“萨迦”、“塞”不过是它的不同音译。塞人在西域草原地带的活动主要在公元前
% &前 ’世纪之间，他们分布于伊犁河流域、西天山、东天山及帕米尔高原一带，为典型的游牧
部落。公元前 (世纪进入印度，公元前后在塔里木盆地以及和田绿洲定居下来，之后又扩展至塔
里木盆地东缘的鄯善。这部分定居的塞人因生产方式的改变，成为绿洲农耕民，但他们仍保留着

游牧民族的某些文化传统。塞人是否就是古代的游牧部落斯基泰人呢？所谓斯基泰人，在希罗多

德的《历史》中是指分布于欧亚草原上从喀尔巴阡山往东至顿河，以至更东的游牧人（又译为西

徐亚人）。希罗多德坚持说：“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迦人的”。#“由此可见萨迦人

与斯基泰人，名虽不同，其实则一”。$ 这个提法为研究西域历史文化的学者所接受。塞人或塞

克实际上就是希罗多德等希腊学者所指称的亚洲斯基泰人，主要是游牧于亚洲草原地带的民族，

以别于欧洲斯基泰人。% 西方学者也把这部分斯基泰人称之为斯基泰塞人。& 他们从哈萨克草原

到天山北部及阿尔泰山一带广泛分布。这样，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西方学者所谓斯基泰式动物

纹样冠之于塞人动物纹样了。正当塞人自西向东流动时，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则在自东向西流

动。“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统一大漠南北的全部地区，并建立起国家政权———匈奴单

于国的民族。它兴起于公元前 ’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 (世纪（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
活动了约三百年。东汉初年（公元 )*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于汉，入居塞内，
北匈奴不久（公元 +(年）因战败西迁中亚和欧洲。”’ 早在秦汉时，匈奴就沿丝绸之路南道、北
道、中道抵达西域南部和北部，于公元 +(年，被汉朝打败后逃遁。匈奴自秦汉之际在西域活动
起至东汉时西迁，其文化与这时正活动于西域草原地带的塞人、乌孙、月氏、乌揭等民族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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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生交融互渗，特别是塞人动物纹样和鄂尔多斯动物纹样终于有机会在天山、阿尔泰山草原

地带相遇了。

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的发展经历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鄂尔多斯式动物

纹样起始于商代晚期，盛于战国时期，这期间是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的繁盛期。就与周边文化关

系而言，早在公元前 !"""年，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与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关系密切，尤
其是卡拉苏克剑首的动物造型与鄂尔多斯的非常相似。" 也就是说在商周时期，这两种文化就已

密切接触了，到了塔加尔文化时期，东西两个方向的动物纹样开始融合。

塞人的动物纹样多是黄金饰品，对此，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认为：“塞人王族享用着上天

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着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黄金制品入葬。”黄金饰品成为塞人

生用死殉的最主要用品，这可能和他们的太阳神信仰有关。如果从类型看几乎全是饰牌、带钩、

饰牌及刀、马具上的装饰，而且以动物纹样圆形金牌为多。考古学家曾对天山阿拉沟塞人的 #座
竖穴木椁墓进行发掘，发现无墓不见金器。仅其中的一个墓就出土有虎纹圆金牌 $块，对虎纹金
箔带 #件，狮形金箔 !件，菱形花金饰片 %件，较大圆形金泡饰片 %%片，以及柳叶形、螺旋形
等金饰片、金串饰 !%"多件，合计在 &""件以上。因这些墓均被盗扰，所见金器不过是盗墓后的
劫余。# 这里所说的虎纹圆金牌可能是猫科动物中的雪豹纹样圆金牌。塞人金牌中的动物纹样主

要是狮、豹、熊、狼、鹫、雄山羊、鹿、鸟翼等凶兽猛禽形象。伊塞克古墓曾出土四千多件器

物，其中有 !’(件是金质动物纹样牌饰类，也是塞人的动物纹样器物。国外学者对伊塞克古墓出
土的塞人动物纹样的造型和风格有过细致研究，几乎涉及所有的动物纹样。以雪豹牌饰为例：

“雪豹形象都是侧面像，伊塞克雪豹侧面像的脸、嘴全部不相上下，圆脑袋，扁状眼睛，旋贝状

三角耳，呲牙咧嘴，颧骨渲染成一道凹进的宽弧形，肩胛骨以涡卷纹表示，尾巴卷成圆圈，表示

肋骨的是一排突出的弧。大腿由双行线构成，腹下、肋部和从背到脚的部位也遍布这种线条。”$

有翼的雪豹牌饰上的雪豹后爪蹬着模拟山行的锯齿缘，拧着前半身，仿佛要扬起前爪搏击一般，

动物躯体强壮而柔韧，着重表现了野兽的狂暴和凶猛，狰狞地呲着牙，咧着嘴，肩部是以凸出的

涡纹标出，从那里伸出模拟翅膀的突芽。% 虽是个例，但它包括了塞人动物纹样造型的所有特

征。塞人的动物纹样几乎全是野兽咬啮状和蜷曲形，以牌饰为主的动物纹样虽然器形小，但“乾

坤”大。塞人善于在有限的形式———牌饰等小型物件中拓展无限想像的空间，善于利用空间巧妙

地处理动物题材。以圆雕为主的工艺娴熟，纹样轮廓简洁、醒目，内容充实而完美，手法写实而

夸张。研究早期游牧文化的苏联学者格拉科夫的论述不无精当：

这种风格，大多描绘某些企图击倒对方的猛兽和善于反搏对方袭击的灵敏家畜，同

时突出表现这两类动物的攻击器官和感觉器官。这些动物，口内长满了巨大的牙齿，嘴

和足的表现尤为明确具体。十分夸张耳朵、鼻孔和眼睛，蹄宽大而趾尖锐。⋯⋯通过对

于猛兽趾爪、牙齿、蹄子、翅膀以及灵活敏锐的鼻子、耳朵等各种器官的表现，使动物

的全身尤其肩部及腰部充满一种强劲的力量，而且，对于这些最能显示攻击能力及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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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的器官本身，则特别提到显要部位加以充分塑造。!

活动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也有较大型的青铜器物———方座承兽铜盘。天山阿拉沟方座承兽铜

盘，器身高 !"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 !#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
鬣毛卷曲成穿孔，似翼。" $%&!年在伊犁巩乃斯河岸也出土同一类型的铜盘。引人注目的是还有
两件青铜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和双飞兽相对圆环。# 于是这种幻想式的动物纹样成了塞人这类动物

造型的标志，也显然是它的特征。

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主要出现在刀、匕、剑、饰牌、带钩、扣饰、头饰、佩饰等器物中。

动物形象包括家畜，如马、牛、羊、驼等和野生动物鹿、虎、豹、狼、鸟等，以鹿、虎、鸟的形

象多见。“这些动物纹大体可归纳为鸟形、兽头形、亻宁立形、蹲踞形、弯曲兽形、群兽形、动物

咬斗形和人与动物结合组成的反映社会生活场面的各种造型等。”$ 不过，与塞人动物纹样相比

较，动物咬斗形发现的并不多。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早期（商周时期）多以圆雕技法将动物兽

头形象装饰在青铜短剑、刀的柄端。到春秋时动物纹样以图案化的双鸟纹盛行，且主要装饰在腰

带上。鸟喙特别强调钩状特征。战国时期是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的繁盛期，以圆雕、浮雕技法表

现的动物纹样，有较强的写实性。动物形象除个体外，还有不同动物的组合形象。工艺已达到精

细娴熟程度，制作工艺也日趋复杂，掌握了镶嵌、锤鍱、抽丝及错金银等制作工艺。两汉时期，

诸如兽头形、亻宁立形、蹲距形等动物纹样基本上消失了，动物形象刻画也少了纯写实手法，大型

饰牌往往在卧羊等家畜周围衬托花草纹，以自然景物，如山、树等相衬托的动物纹样成为普遍流

行装饰。%

在匈奴右部曾活动过的哈密、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南郊、木垒、阿勒泰等地区都曾出

土过匈奴的动物纹样器物，大至青铜钅复，小到饰牌。乌鲁木齐南山出土的铜钅复底座为喇叭形，

一对提手有蘑菇状造型，钅复的外壁是装饰性花纹。就其花纹而言，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西汉式

纹样。这些地点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野猪纹透雕铜牌、几何形透雕饰牌都与内蒙古匈奴墓出

土的此类物件几乎无殊。无论从造型、技法、题材看，都可以断定是匈奴的动物纹样。

塞人动物纹样和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有极大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也反映在南西伯利亚地区

早期的卡拉苏克、塔加尔文化的动物纹样中。塔加尔人把诸如熊、鹿、雪豹、虎、山羊等动物形

象雕刻在带扣、刀柄、短剑、饰牌、坠饰等铜器上。这些动物形象装饰为立像、奔驰像、蜷曲形

和猛禽头像等。对于塔加尔动物纹样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吉谢列夫认为：“鄂尔多斯和蒙古的形

象同塔加尔形象极为相似，但也有其特点———起伏比较柔和⋯⋯这些无疑是在北方草原的斯基泰

—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之下创造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具有另一种风格，同中国圆雕的联系较为密

切。”& 其实比塔加尔文化更早的卡拉苏克文化也因东边丁零等民族在此地域的活动，其动物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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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铜刀、短剑和铜牌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华北这三个地区经常出现。! 无疑早在青铜时代和早

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两端的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游牧民族就在阿尔泰地区会合并发生了融

合，因此出现了一种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斯基泰—西伯利亚”的动物纹样，它对诸如匈奴、月

氏、乌孙、乌揭、鲜卑乃至突厥、蒙古等民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里毕竟是从东西两个

方向互动的动物纹样的汇合处。

对于草原游牧民族动物纹样的起源趋同性特征，学者们做出了各种解释，有代表性的是格鲁

塞的解释：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人民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他们是西方的斯基泰

———萨儿马忒人或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集处所，也没有奢侈的建筑

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

切奢侈只是表现在衣冠上、金首饰上，及驾具和马具上的附属物等方面而已。这些物

件：———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用

说像在诺音—乌拉的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而以至于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

们刚才讲过的，北方的游牧人民，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或突厥—蒙古人种

如匈奴，都是在马上渡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从事于追逐反刍动物或野驴

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在追逐着野羊。这是很当然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

嗜爱奢侈的个性，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在于徽章图

形铜牌方面的考究和动物斗争图的风格。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在草原上的这些猎狩

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有其巫术的目的，这是如同我们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们

雕刻在骨头上的图画一样。"

共同的生产方式、相同的生活习俗当然是动物纹样共生的必要条件，但这些充其量是外在因素，

而对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却只用“有巫术目的”一笔带过。在此，我们不能不涉及动物纹样起源

的深层结构。就生产、生活方式等外在因素而言，它只讲清了人与物（动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却没有阐明“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

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因此，最恰当言说只能

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

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

草原动物纹样是出现在史前文化中的，它们在“原始文化中总要联系着某种观念，满足着某

种需要，实现着某种价值，产生着某种影响。亦即是说，原始艺术品终归要发挥它的文化功

能。”% 动物纹样的文化功能恰好可以用“天—地—人”的三元运动予以解释。因此，动物纹样

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投入作品”&。创作者与动物纹样的关系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

存在者的关系。猎牧民的“天—地—人”三元统一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试图以这种纯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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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解释世界。能够予以解释的只有在欧亚草原自史前就存在的萨满教信仰。萨满世界就是一个

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是天神的居所，地是动物的栖

所，人是短暂者。这三者的沟通者只能是萨满，于是他成了“天—地—人”之间的媒介，也就是

海德格尔四元论中的神圣者。他“是神性召唤的信使，从隐密的力量中，神圣者显现为其所是，

它使自身远离任何与现身者的相比”!。在一个充斥着萨满世界观的文化情境中，动物纹样如同

岩画、鹿石一样，只有功能意义，而不具备纯形式分类的意义。在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的结构

模式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它由上界、中界、地界构成：“上界就是天界，是各路天神住的地方，

也就是上述的天上国；下界就是地界，是各种凶恶魔鬼栖止的地方，也就是地下国；中界就是人

界，是人类和人类的朋友———甚至认为是和人同类的动物共同生息的地方。在这三界中，天和地

都被看作是多层的所在。”" 这是一个对应于“天—地—人”的三元模式，沟通天地的是萨满及

其动物精灵。艾利亚德认为：“萨满们还有一批专属他们自己的精灵，其他人和献祭的人对此毫

不知晓⋯⋯这些作为伙伴，充当助手的精灵多作动物状。在西伯利亚和阿尔泰人中间，他们有

熊、狼、雄鹿、兔，所有种类的鸟（尤其是雁、鹰、号鸟、乌鸦等），各种大虫子，此外还有幽灵、

树的精灵、泥土的精灵、灶神等等。”# 召唤动物精灵的通行办法是萨满在出神状态下（实际上

是进入迷幻状态，中亚的早期萨满是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的），击鼓并舞之蹈之召唤的，其行

为仪式是以这些动物作为牺牲，使之从自己的躯体中解脱和升华出来。在一个充满巫术思维的萨

满世界中，“表象”和真实是同一的，萨满控制了动物纹样实际上就占有了这些动物本身。尽管

这些氏族、部落萨满的动物精灵各有不同，而且动物纹样形状各异，如咬啮状、蜷曲状、成双成

对等等，但功能是相同的：“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形象。”$ 对于经常游移迁

徙的猎牧民来说，随身携带的动物纹样牌饰、带钩、武器等更便捷，沟通“天—地—人”的巫术

功能也更灵验，更何况氏族或部落萨满要借助于动物纹样经常性实施巫术以确保本氏族、部落的

繁衍和猎获动物的成功。

草原动物纹样青铜器、金银器经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后，由于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渐进式变

化，器形及纹样的功能性逐渐消失，而代之以非功能性的实用工艺性，也就是说，一种以审美为

主的器型和纹样出现了。突厥人的金银器就属此类。“自 !世纪中叶至 "世纪中叶，突厥汗国曾
作为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当其盛时，版图东抵兴安岭，西达铁门关，‘东西万

余里，控弦四十万’，被史家称为‘震动了整个干燥亚洲大地的突厥’。”% 但在 !世纪 "#年代，
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以阿尔泰山为界，其东为东突厥汗国，其西为西突厥汗国。西突厥

汗国的疆域包括西域广大地区，其盛时势力远抵阿姆河以北的铁门。突厥也是个信仰萨满教的部

族，但其信仰萨满教的程度远不能和塞人、匈奴人相比了，突厥自信仰祆教、摩尼教、景教和还

可能信仰佛教后，信仰萨满教的突厥人也就很少了。于是金银器无论从形制和纹样都发生了变

化：“广泛习见于匈奴、塞族的青铜制品，如浮雕或透雕的动物纹的腰带扣不见了，而代之以双

首月体的铜带扣，鸭形壶也是远古草原青铜艺术中所不见。⋯⋯有些题材，虽然承袭了下来，但

·!#$·

《西域研究》%##&年第 %期

!
"
#
$
% 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
《美术、神话与祭祀》第 &!页。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
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年，第 %页。
《诗·语言·思》第 $()页。



在形制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突厥曾是柔然的“锻奴”，擅长金属器物的制作，包括金银、红

铜、铁等制品，尤其是突厥金银器在他们的工艺中占有重要地位。突厥金银器主要以生活器皿、

用具和首饰品为主，有金罐、银壶、金银盘、金银杯、银马具、金带柄剑、步摇、手镯、戒指、

耳环等。突厥金银器中有一种折肩的罐、杯等物。这类器皿在阿尔泰、内蒙古等地都有出土，它

有素面和錾花折肩器之分。在阿尔泰库赖草原和乌尔河沿岸地区，突厥大墓出土的两件银罐“侈

口鼓腹，腹上侧装单环状把手，在器肩处有一圈明显的折棱”，" 素面，故名为折肩罐。而在米

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出土的两件折肩式金罐，其中一件器身满布缠枝卷草，在颈部和腹部以枝蔓簇

结成两排类似“开光”的莲瓣形，莲瓣之内填以凤衔绶带。# 折肩杯与折肩罐相较，体型较小，

无把手，但器形与折肩罐相同。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 !号墓中和陕西礼泉郑仁泰墓中都曾出土
过金银盘，其中有的在中心的圆框外环绕一圈桃形花结的图案，通常称为宝相花。"##$年 "%月
曾在新疆昭苏县境内的西突厥墓中出土有 $%余件金银器等遗物，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面具、镶嵌
红宝石虎柄金杯、镶嵌红宝石包金剑鞘和缀金珠饰织物、金戒指等。特别是“镶嵌红宝石带盖金

罐盖上模压出 $朵宝相花纹，花心部及盖周缘镶嵌宝石”，$ 与其他地方出土的突厥金银盘中的
宝相花纹如出一辙。从这些突厥金银器中不难发现，一些金银罐、杯是作为饮器使用的，而其他

一些器物也是实用器物或首饰类。其纹样也不似塞人、匈奴人的动物纹样，而出现了以装饰性花

卉对称出现的纹样。制作技术以錾、镶嵌、金珠鱼子纹钿工、焊接、锤鍱、模压、抛光等工艺为主。

从动物纹样的功能性到实用装饰性的角色转换，表明草原金银铜器无论是形制还是纹样都揖

别了复功用性，而进入了生活审美领域的实用工艺阶段。诸如突厥金银器的造型、色彩、纹样都

证明工匠们是一些“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美的法则，诸如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稳定与轻巧、

直线与曲线、比例与尺度、多样与统一”% 的高手，虽然这些实用工艺品并非纯艺术品，但它比

纯艺术品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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